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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排斥与旁观者行为选择：
情绪和目标互依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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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基于情绪认知评价理论和目标相互依赖理论，本研究探讨了员工遭受的职场排

斥对旁观者行为的作用机制。通过对多阶段收集的226份问卷进行数据分析，结果发现：（1）旁

观者与受害者之间的合作性目标互依性越强，职场排斥对旁观者同情的积极影响越强，旁观者

与受害者之间的竞争性目标互依性越强，职场排斥对旁观者幸灾乐祸的积极影响越强；（2）旁

观者同情对其支持行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旁观者幸灾乐祸对其职场负面八卦行为有显著的

积极影响；（3）合作性目标互依性越强，职场排斥通过同情对旁观者支持行为的间接影响越

强，竞争性目标互依性越强，职场排斥通过幸灾乐祸对旁观者职场负面八卦行为的间接影响越

强。本研究结果不仅拓展了职场排斥的研究视角，也为组织管理职场排斥行为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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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　言

职场排斥（workplace ostracism）是指员工在工作场所中遭受到的来自他人的忽视或排挤

行为，包括沉默对待、视而不见及避免眼神接触等（Ferris等，2008）。作为一种普遍的职场“冷暴

力”现象，职场排斥在表现形式上虽不像其他负面行为那样激烈且直接，但其带来的消极影响

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王海波等，2019），不仅会严重影响个体的心理状态，如威胁个体的基本

心理需要、唤醒个体的消极情绪（Ferris等，2016），而且会对个体的工作态度产生消极影响，降

低个体的工作投入和组织承诺（Robinson等，2013），甚至会降低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主动性行

为，诱发消极的工作行为（Wu等，2016；Yang和Treadway，2018）。考虑到职场排斥对个体工作

态度、工作行为和组织产出的负面影响，学术界与实践界也越来越强调对组织中职场排斥行为

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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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其他职场虐待（workplace mistreatment）事件（如辱虐管理、职场欺负、职场无礼行为等）

的研究相比，目前关于职场排斥影响机制的研究，仍然是以受害者视角为主，极少有研究对职

场排斥与旁观者角色和行为选择之间的关系进行探讨（Chen，2018）。同时，以往关于职场虐待

事件对旁观者行为影响的研究结果并不完全一致，根据传统的道义公平视角，有研究指出旁观

者对职场虐待事件的不公平感知会激发其愤怒情绪（Priesemuth和Schminke，2019），然而也有

研究表明，当面对同一职场虐待事件中的不同受害者时，旁观者会表现出截然相反的情绪反应

（Mitchell等，2015）。再者，Ferris等（2017）认为，鉴于构念之间的差异性，以往在相关领域的研

究可能并不足以解释职场排斥与旁观者行为之间的关系，因此呼吁未来的研究应从新的理论

视角进一步阐释职场排斥对旁观者行为的影响机制，推进和拓展该领域的研究。

根据Lazarus（1991）的情绪认知评价理论（cognitive evaluation theory of emotion）的观点，

个体会通过认知—情绪机制对环境事件进行评价，情绪则是个体对环境事件作出有益或有害

评价后的反应，并会进一步影响个体后续的行为反应（Blader，2013）。那么，旁观者对职场排斥

事件的评价依据是什么？对他们而言，职场排斥究竟何时有益，何时是一种威胁？Lazarus
（1991）指出，个体对环境事件进行评价的内容主要包括事件与自身的相关性以及期望或目标

的一致性，与这一观点相似的是，Elfenbein（2014）的研究表明，在职场虐待事件中，旁观者的情

绪反应取决于旁观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目标一致性程度。进一步地，根据目标相互依赖理论（goal
interdependence theory）（Johnson等，1981）的观点，个体间的目标相互依赖程度决定了个体之

间的互动方式（如交流、评价、决策等），而互动方式又决定了其结果（如人际关系）。综合以上分

析，我们认为目标互依性是影响职场排斥与旁观者情绪反应关系，继而决定旁观者行为反应的

重要权变条件。根据理论关联性与以往的研究，本研究选择同情（因他人遭遇不幸而感到悲伤，

并伴有帮助他人的欲望）和幸灾乐祸（因他人遭遇不幸而产生的愉悦感）来代表旁观者对职场

排斥事件作出评价后的情绪反应。即在高合作性目标互依性的条件下，旁观者会产生同情的情

绪体验，而在高竞争性目标互依性的条件下，旁观者会产生幸灾乐祸的情绪体验。同时，由于每

种情绪都会激发独特的行为反应，因此可以推测，体验到同情的旁观者可能对职场排斥的受害

者表现出支持行为，相反，幸灾乐祸的旁观者则可能表现出消极的人际互动行为。

总体来说，本研究在情绪认知评价理论和目标相互依赖理论的基础上，探讨职场排斥影响

旁观者行为选择的中介机制和边界条件，一方面可以从理论上加深对职场排斥影响旁观者行

为选择的作用机制的认识和理解，另一方面也可以为组织的职场排斥管理实践提供可借鉴的

对策和建议。具体而言，本文的贡献可能表现在：（1）拓展了职场排斥行为的研究视角。现有关

于职场排斥的研究大多从受害者或实施者的视角探讨职场排斥行为的影响机制，却忽视了作

为第三方力量的旁观者在职场排斥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采取的行为。为了弥补这一研究缺陷，

本文从旁观者的视角出发，关注职场排斥事件中旁观者的情绪和行为，为职场排斥行为的理论

研究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2）与以往的研究不同，本研究通过整合情绪认知评价理论和目标

相互依赖理论，构建了职场排斥影响旁观者行为选择的研究框架，丰富了旁观者视角职场虐待

影响效果的理论基础。（3）揭示了职场排斥影响旁观者行为的内在机理及边界条件。在情绪认

知评价理论的基础上，本研究认为旁观者对职场排斥事件的评价会影响其情绪表达，进而决定

其行为选择，因此，本文将旁观者情绪（同情和幸灾乐祸）作为中介变量以揭示职场排斥影响旁

观者行为选择的传导路径。此外，根据目标相互依赖理论的观点，目标互依性是影响个体间互

动方式的重要因素，本文认为，合作性目标互依性和竞争性目标互依性作为两种相对立的目标

互依性特征，可能会产生截然相反的调节效应，从而有助于更加准确地阐释职场排斥影响效应

的实质。（4）在工作环境日趋复杂和竞争激烈的背景下，职场排斥作为一种消极的人际互动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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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也呈现出愈演愈烈的趋势，严重影响着员工和组织的发展。在这一现实条件下探讨职场排斥

对旁观者行为选择的影响机制，可以为企业制定有效的干预措施，抑制职场排斥行为的蔓延与

升级提供指导。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一）职场排斥、旁观者情绪与目标互依性
情绪认知评价理论认为，环境事件会引发个体的认知过程去评估该事件对自身的潜在威

胁或挑战，从而导致个体产生特定的情绪反应（Lazarus，1991）。个体的认知评价过程包括初级
评价（primary appraisal）和次级评价（secondary appraisal）两个阶段，个体在初级评价阶段主要
判断事件与自身目标的一致性，当环境事件符合个体的期望或与个体的目标保持一致时，该事
件即为有利事件，而当环境事件与个体的期望或目标相悖时，该事件则被评价为有害或威胁事
件。而在次级评价阶段，个体会对事件有更多意义上的解读和分析，从而产生相应的情绪反应
（严瑜等，2014）。也就是说，旁观者对职场排斥事件的评估为其情绪反应提供了基础。同时，
Li等（2019）指出，在复杂的工作环境中，个体会重点关注与自己的工作目标具有相关性的事件
以及环境对目标实现的助益性，当竞争者遭受职场虐待等不公平对待时，旁观者很可能会因该
事件可能带来的个人利益而对此做出积极的评价，并因此而体验到高涨的愉悦情绪。可以推
测，旁观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竞争关系或目标一致性是影响旁观者事件评估的关键因素。

目标相互依赖理论可以为上述关系提供理论支持。根据该理论，组织中存在两种类型的目
标互依关系：合作性目标互依性（cooperative goal interdependence）和竞争性目标互依性（competitive
goal interdependence）。合作性目标互依性反映了个体间在完成任务、实现目标时存在积极相互
依赖的程度，即某一个体为目标实现而做的努力也会对其他个体目标的实现产生积极影响
（Tjosvold，1986）；相反，竞争性目标互依性表示个体间目标的消极相互依赖关系，即个体目标
的实现会阻碍其他个体目标的达成。因此，根据情绪认知评价理论的观点并结合目标相互依赖
理论，本研究认为，旁观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目标互依性可能会调节职场排斥与旁观者情绪之间
的关系。具体而言，职场排斥传达的是被排斥者不被重视和接纳的信息，也意味着被排斥者任
务资源和关系资源的流失（Kwan等，2018），因而会严重阻碍被排斥者目标的实现。高合作性目
标互依性的条件下，职场排斥的受害者和旁观者之间建立的积极依赖关系会强化二者之间的
积极互动，同时，作为利益共同体，职场排斥对受害者资源的剥夺也会对旁观者的目标实现产
生间接的负面影响，因此，职场排斥的旁观者更有可能对受害者的遭遇“感同身受”，将该事件
评估为威胁事件，从而产生同情的情绪体验。与之相反，高竞争性目标互依性的情境下，旁观者
与受害者之间存在相悖的工作目标和利益关系，对受害者目标构成威胁的职场排斥事件可能
是旁观者实现目标的助推剂，因此，在这种情境下，旁观者会更倾向于将职场排斥解读为有利
事件。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1a：合作性目标互依性强化了职场排斥与旁观者同情之间的关系，即旁观者与受害者之

间的合作性目标互依性越强，职场排斥对旁观者同情的积极影响越强；反之，则越弱。

H1b：竞争性目标互依性强化了职场排斥与旁观者幸灾乐祸之间的关系，即旁观者与受害

者之间的竞争性目标互依性越强，职场排斥对旁观者幸灾乐祸的积极影响越强；反之，则越弱。

（二）旁观者情绪与其行为选择

本研究进一步指出，由目标互依性所激发的旁观者情绪反应会导致与之相匹配的行为选

择。根据以往的研究，情绪是个体做出行为选择的准备状态（Frijda，1988），Folger（2001）指出，

由情境所激发的情绪会导致旁观者产生无意识的和自发的意图和动机，并促使旁观者做出与

之相一致的行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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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研究表明，同情与许多积极的个体行为呈正相关，例如，Hershcovis 和 Bhatnagar
（2017）的研究发现同情对帮助意愿和行为有积极影响，Mroz和Allen（2017）也指出，同情会激

发个体对同情目标的积极态度以及帮助和支持同情目标的亲社会意愿，也会激发个体通过亲

社会行为消除此种情绪（Daniel等，2014）。结合上述研究结果，本文认为，对同事遭受的职场排

斥感到同情（或是与受害者之间存在合作性目标互依性）的旁观者会更倾向于对受害者表现出

亲社会行为，即支持行为。相反，从他人的不幸遭遇中获得的愉悦感（幸灾乐祸）不仅不会促进

旁观者对受害者的支持或保护行为，反而会引发消极的人际互动行为，如职场负面八卦。职场

负面八卦是指工作场所中关于不在场第三方的负面评价或散播其不良信息的非正式沟通方

式，本文认为幸灾乐祸的旁观者之所以采取职场负面八卦行为，可能是出于两个原因：一方面，

Haidt（2001）认为，从他人的不幸中唤起的积极情绪并不能激活个体的亲社会动机，相反，这种

情绪会促使旁观者做出贬损受害者以进一步提升自身愉悦体验的负面行为，因此，旁观者通过

职场负面八卦行为会不断重演受害者的不幸遭遇，从而延长自身的愉悦体验。另一方面，情绪

可以唤起个体促进目标实现的行为倾向，已有的研究表明，职场负面八卦不仅会严重损害被八

卦者的声誉，而且会强化被八卦者消极的自我概念，严重影响其工作态度和行为（Wu等，2018），
因此，职场负面八卦行为会通过阻碍受害者目标的实现从而促进旁观者目标的达成。据此，本

文提出以下假设：

H2a：旁观者的同情对其支持行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H2b：旁观者的幸灾乐祸对其职场负面八卦行为有显著的积极影响。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本研究进一步提出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即目标互依性还可能调节职

场排斥通过旁观者情绪对旁观者行为产生的间接效应。具体而言，职场排斥对旁观者行为的间

接影响是通过旁观者情绪反应的中介机制得以实现的，而旁观者的情绪反应又取决于受害者

与旁观者之间的目标互依性。当二者之间的合作性目标互依性较高时，职场排斥会激发旁观者

的同情情绪，继而表现出针对受害者的亲社会行为（即，支持行为），而当二者之间的竞争性目

标互依性较高时，职场排斥会触发旁观者的幸灾乐祸情绪，从而导致针对受害者的偏差行为

（即，职场负面八卦行为）。据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H3a：合作性目标互依性强化了同情在职场排斥与旁观者支持行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当

合作性目标互依性较强时，职场排斥通过同情对旁观者支持行为的间接影响越强；反之，则

越弱。

H3b：竞争性目标互依性强化了幸灾乐祸在职场排斥与旁观者职场负面八卦行为关系间

的中介作用，当竞争性目标互依性较强时，职场排斥通过幸灾乐祸对旁观者职场负面八卦行为

的间接影响越强；反之，则越弱。

本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三、  研究设计

（一）研究样本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与关键事件技术（critical incident technique）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数据

收集，相关的研究表明此技术可以有效评估个体对特定事件的感知和反应（Priesemuth和
Schminke，2019）。调查对象主要来源于华东地区的5家大型企业，涉及生物医药、建筑、服装、信

息技术等行业。为了避免共同方法偏差的影响，本研究分两个时间点进行数据收集，每个时间

点间隔3周。在第一阶段的问卷调查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要求被调查员工尽可能详细地回忆在

过去一年中目睹一名同事在职场中遭受他人忽视、排挤对待的事件。在正式的问卷调查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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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报告同事遭受职场排斥的情况、目标互依性、由同事的遭遇所引发的情绪反应（同情、幸灾乐

祸）以及控制变量；在第二轮问卷调查中，员工报告自身的行为反应（支持行为、职场负面八卦

行为）。
 
 

合作性目标互依性

幸灾乐祸

同情 支持行为

职场负面八卦行为

职场排斥

竞争性目标互依性

图 1    理论模型
 

第一轮调查发放问卷368份，回收有效问卷294份，有效回收率为79.9%。在第二轮调查中，

我们向在第一轮调查中提供有效问卷的294名员工发放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26份，有效回收率

为76.9%。在最终的有效样本中，从性别方面来看，受害者中男性占65%（147人），女性占

35%（79人），旁观者中男性占68.6%（155人），女性占31.4%（71人）；在共事时间方面，共事

1—3年的占51.8%（117人），4—6年的占22.1%（50人），7—9年的占10.2%（23人），10年及以上的

占15.9%（36人）。

（二）测量工具

本研究的调查问卷均来自于成熟量表，所有量表均采用Likert-5计分法，“1”表示“完全不

同意”，“5”表示“完全同意”。
职场排斥：本文采用Ferris等（2008）开发的量表对旁观者感知到的同事受到职场排斥的程

度进行测量，共10个题项。王海波等（2019）的研究表明该量表在中国情境下具有良好的有效

性。代表性题项如“在工作中，该员工会被其他同事忽视”“在工作中，该同事常常得不到关注”，
Cronbach's α为0.94。

同情：本文采用Davis（1983）开发的量表对旁观者在面对同事被排斥时同情的程度进行测

量，共7个题项，代表性题项如“我有保护该同事的欲望”，Cronbach’s α为0.96。
幸灾乐祸：本文采用Van Dijk等（2005）开发的5题项量表对旁观者在面对同事被排斥时幸

灾乐祸的程度进行测量，代表性题项如“我会因为该同事的遭遇而感到高兴”，Cronbach’s α分
别为0.91。

目标互依性：本文采用Chen和Tjosvold（2006）开发的量表对受害者和旁观者之间的目标

互依性进行测量，其中，合作性目标互依性使用5个题项进行测量，代表性题项如“该同事目标

的实现有益于我的个人成功”；竞争性目标互依性使用4个题项进行测量，代表性题项如“我的

成功会阻碍该同事的发展”，Cronbach’s α分别为0.86和0.92。
支持行为：本文采用Westring和Ryan（2010）开发的9题项量表对旁观者的支持行为进行测

量。代表性题项如“我会给予该同事情感上的支持”“我会帮助该同事应对现状”，Cronbach’s
α为0.92。

职场负面八卦行为：本文采用Chandra和Robinson（2009）开发的量表来对旁观者的职场负

面八卦行为进行测量，共3个题项，该量表已在国内相关研究中得到广泛使用（杜恒波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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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该原始量表是从被八卦者的角度评估感知到的职场负面八卦的程度，本文则是从八卦

者的角度对其职场负面八卦行为进行评价，因此，我们对题项的表达方式进行修改，代表性题

项如“在工作中，我会对该同事做出负面评价”，Cronbach’s α为0.84。
控制变量：以往的研究表明，受害者的性别、旁观者的性别（Miner-Rubino和Cortina，2007）

以及二者的共事时间（Priesemuth，2013）会影响旁观者的反应，因此，借鉴Mitchell等（2015）的
做法，本研究将受害者和旁观者的性别（“男性”= 1，“女性”= 0）、二者的共事时间作为控制变量。

（三）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借助SPSS 21.0和Mplus 7.0进行数据分析。首先，在验证性因子分析的基础上，

检验变量间的区分效度和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其次，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和相关分析；最后，采

用路径分析的方法对研究假设进行检验，并使用bootstrap方法估计95%水平下效应值的偏差

矫正置信区间，以检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四、  研究结果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通过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7个主要变量（即职场排斥、同情、幸灾乐祸、合作性目标

互依性、竞争性目标互依性、支持行为、职场负面八卦行为）的区分效度。表1的分析结果表明，

七因子模型的拟合指标最为理想（χ2=1426.17, df=839, χ2/df = 1.98, CFI = 0.93, TLI = 0.92,
RMSEA = 0.06, SRMR = 0.04），表明各主要变量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

模型 χ2 df χ2/df CFI TLI RMSEA SRMR
八因子模型：
OS; CO; CP; SY;SC; NG; SB; CMV 1 298.243 796 1.631 0.935 0.927 0.052 0.040

七因子模型：
OS; CO; CP; SY;SC; NG; SB 1 426.174 839 1.700 0.926 0.920 0.056 0.042

六因子模型：
OS; CO+CP; SY; SC; NG; SB 1 912.518 845 2.263 0.873 0.864 0.082 0.087

五因子模型：
OS; CO+CP; SY+SC; NG; SB 2 741.612 850 3.225 0.761 0.754 0.096 0.118

四因子模型：
OS; CO+CP; SY+SC; NG+SB 3 036.922 854 3.556 0.72 0.71 0.110 0.136

三因子模型：
OS; CO+CP+SY+SC; NG+SB 3 554.557 857 4.148 0.66 0.641 0.123 0.163

二因子模型：
OS+CO+CP; SY+SC+NG+SB 5 444.288 859 6.338 0.42 0.387 0.154 0.224

单因子模型：
OS+SY+SC+CO+CP+NG+SB 6 543.679 860 7.609 0.28 0.243 0.171 0.232

　　注：OS代表职场排斥，SY代表同情，SC代表幸灾乐祸，CO代表合作性目标互依性，CP代表竞争性目
标互依性，NG代表职场负面八卦行为，SB代表支持行为，CMV代表共同方法潜因子。
 
 

此外，本研究中的主要变量均为旁观者自评，因此可能导致共同方法偏差问题。首先，

Harman单因素方法的分析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总变异解释量为70.65%，第一主因素

的变异解释率为23.14%，未超过总变异解释量的一半，初步表明本研究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

法偏差问题。进一步地，本研究根据Podsakoff等（2003）的建议，检验加入共同方法潜因子后模

型拟合指标的变化，若加入共同方法潜因子后，模型的拟合指标显著提高（CFI和TLI提高0.1以
上，RMSEA和SRMR降低0.5以上），则说明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如表1所示，加入共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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潜因子后，八因子模型拟合指标未有显著改善（χ2=1 298.24, df=796, χ2/df = 1.63, CFI = 0.94, TLI =
0.93, RMSEA = 0.05, SRMR = 0.04），说明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问题并不明显。

（二）描述性统计分析

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如表2所示。可知，职场排斥与同情显著正相关（r = 0.17, p < 0.05），
职场排斥与幸灾乐祸显著正相关（r = 0.21, p < 0.01），同情与支持行为显著正相关（r = 0.15,
p < 0.05），幸灾乐祸与职场负面八卦显著正相关（r = 0.40, p < 0.01）。这些分析结果初步支持了

本研究的相关假设。
 

表 2    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变量 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6 7 8 9 10
1.同事性别 0.69 0.47
2.旁观者性别 0.65 0.48 −0.101
3.共事时间 5.02 4.62 −0.008 −0.021
4.职场排斥 2.74 0.66 −0.039 0.047 −0.037 （0.942）
5.同情 2.79 0.98 0.048 0.139* −0.075 0.166* （0.961）
6.幸灾乐祸 2.12 0.71 0.110 0.125 −0.059 0.209** −0.323** （0.914）
7.合作性目标互依性 3.90 0.55 −0.162* 0.021 −0.079 −0.123 0.083 0.184** （0.864）
8.竞争性目标互依性 2.95 0.65 0.117 0.083 −0.004 −0.122 0.279** 0.552** −0.242** （0.918）
9.支持行为 3.87 0.64 −0.089 −0.010 −0.032 −0.065 0.149* −0.083 0.403** −0.148* （0.920）
10.职场负面八卦 2.45 0.73 0.114 0.119 0.022 0.273** 0.417** 0.398** −0.428** 0.313** −0.483** （0.843）
　　注：N=226；对角线括号内的数值为变量的信度系数；*表示 p<0.05，**表示 p<0.01（双尾检验）。
 
 

（三）假设检验

1. 调节效应检验

在H1a和H1b中，我们假设合作性目标互依性能调节职场排斥与同情之间的关系，竞争性

目标互依性能调节职场排斥与幸灾乐祸之间的关系。利用Mplus 7.0进行路径分析的结果如

表3所示。从表3中的M3可以看出，在控制受害者和旁观者的性别、二者的共事时间以及职场排

斥和合作性目标互依性的主效应后，职场排斥和合作性目标互依性的交互项对旁观者同情的

影响显著（β = 0.148, p < 0.05），表明合作性目标互依性正向调节了职场排斥与旁观者同情之

间的关系。同时，M6的结果表明，在控制受害者和旁观者的性别、二者的共事时间以及职场排

斥和竞争性目标互依性的主效应后，职场排斥和竞争性目标互依性的交互项对旁观者幸灾乐

祸的影响显著（β = 0.141, p < 0.01），表明竞争性目标互依性正向调节了职场排斥与旁观者幸

灾乐祸之间的关系。因此，H1a和H1b得到支持。

为了进一步检验并直观地反映合作性目标互依性和竞争性目标互依性的调节作用，我们

分别绘制了合作性目标互依性和竞争性目标互依性在高于和低于一个标准差水平下的调节效

应图。如图2所示，在低合作性目标互依性的条件下，职场排斥和旁观者同情之间的正向关联性

较弱（β = 0.065, p > 0.05）；而在高合作性目标互依性的情境下，职场排斥和旁观者同情之间的

正向关联性较强（β = 0.238, p < 0.01）。同时，从图3中可以看出，在低竞争性目标互依性的条件

下，职场排斥和旁观者幸灾乐祸之间的正向关联性较弱（β = 0.087, p > 0.05）；而在高竞争性目

标互依性的情境下，职场排斥和旁观者幸灾乐祸之间的正向关联性较强（β = 0.283, p <
0.001）。因此，H1a和H1b得到进一步支持。

2. 直接效应和有调节的中介效应检验

为了对H2a和H2b提出的旁观者情绪对旁观者行为的直接效应以及H3a、H3b提出的有调

节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本研究仍然采用Mplus 7.0进行路径分析，整体模型的路径系数结果

如图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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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直接效应来看，旁观者同情对旁观者支持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β = 0.229, p < 0.001），
旁观者幸灾乐祸对旁观者职场负面八卦行为的正向影响显著（β = 0.234, p < 0.001），因此，

H2a和H2b得到支持。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的bootstrap检验结果如表4所示。从表4中可以看出，在高合作性目标互

依性的条件下，职场排斥通过旁观者同情对旁观者支持行为的间接效应为0.054（95% LLCI =
0.022, ULCI = 0.100）；在低合作性目标互依性的条件下，职场排斥通过旁观者同情对旁观者支

持行为的间接效应为0.015（95% LLCI = -0.021, ULCI = 0.057），此时的中介效应不显著；合作

性目标互依性在高值和低值时，中介效应的差异也显著，效应值为0.040（95% LLCI = 0.007,
ULCI = 0.083）。同样，在高竞争性目标互依性的条件下，职场排斥通过旁观者幸灾乐祸对旁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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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合作性目标互依性

高合作性目标互依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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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合作性目标互依性对职场排斥与旁观者

同情关系的调节效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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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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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竞争性目标互依性对职场排斥与旁观者

幸灾乐祸关系的调节效应图

表 3    调节效应分析结果

变量
同情 幸灾乐祸

M1 M2 M3 M4 M5 M6

同事性别 0.123
（0.135）

0.114
（0.135）

0.140
（0.135）

0.186*

（0.093）
0.097

（0.077）
0.096

（0.075）

旁观者性别
0.292*

（0.127）
0.279

（0.129）
0.260*

（0.130）
0.201*

（0.089）
0.108

（0.072）
0.093

（0.071）

共事时间 −0.015
（0.015）

−0.015
（0.015）

−0.014
（0.015）

−0.008
（0.013）

−0.007
（0.009）

−0.007
（0.008）

职场排斥
0.148*

（0.070）
0.152*

（0.069）
0.192***

（0.046）
0.184***

（0.042）

合作性目标互依性 −0.060
（0.070）

−0.019
（0.068）

竞争性目标互依性
0.382***

（0.056）
0.447***

（0.062）

职场排斥×合作性目标互依性
0.148*

（0.069）

职场排斥×竞争性目标互依性
0.141**

（0.051）
R2 0.028 0.057 0.080 0.034 0.370 0.421
ΔR2 0.029 0.023 0.336 0.051
　　注：回归系数为非标准化系数，括号中的值为标准误；***、**、*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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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职场负面八卦的间接效应为0.066（95% LLCI =0.030, ULCI = 0.124）；在低竞争性目标互依

性的条件下，职场排斥通过旁观者幸灾乐祸对旁观者职场负面八卦的间接效应为0.020（95%
LLCI =0.001, ULCI = 0.053）；竞争性目标互依性在高值和低值时，中介效应的差异也显著，效

应值为0.046（95% LLCI = 0.017, ULCI = 0.094）。由此可见，职场排斥影响旁观者行为反应的两

条路径均存在有调节的中介效应，H3a和H3b得到验证。
 
 

合作性目标互依性

幸灾乐祸

同情 支持行为

职场负面八卦行为

职场排斥

竞争性目标互依性

0.229***(0.043)

0.234***(0.066)

0.152*(0.069)

0.184***(0.042)

0.148*(0.069)

0.141**(0.051)

注：图中的路径系数为非标准化解；括号中的值为标准误；*** 、 **、*分别表示在1%、5%、10%水平下显著。

图 4    模型路径系数
 

 

表 4    有调节的中介效应

因变量 中介变量 调节变量 效应 标准误差 95%置信区间下限 95%置信区间上限

支持行为 同情
合作性目
标互依性

高值 0.054 0.020 0.022 0.100
低值 0.015 0.021 −0.022 0.057
差值 0.040 0.019 0.007 0.083

职场负面
八卦行为

幸灾乐祸
竞争性目
标互依性

高值 0.066 0.023 0.030 0.124
低值 0.020 0.013 0.001 0.053
差值 0.046 0.020 0.017 0.094

　　
 
 

五、  结论、启示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鉴于以往的研究主要从实施者和受害者的角度对职场排斥进行探究，而忽略了职场排斥

对旁观者的影响，本研究基于情绪认知评价理论和目标相互依赖理论，考察职场排斥对旁观者

行为的影响机制。针对226份数据的分析结果表明：职场排斥对旁观者行为有着显著影响，既有

可能引发旁观者的建设性行为（如，支持行为），也有可能导致旁观者的偏差行为（如，职场负面

八卦行为），这一过程会通过旁观者情绪的中介机制得以实现，旁观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目标互

依性在这一过程中起到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在高合作性目标互依性的条件下，职场排斥通过

旁观者同情对其支持行为的间接影响更为显著；在高竞争性目标互依性的条件下，职场排斥通

过旁观者幸灾乐祸对其职场负面八卦行为的间接影响更为显著。总之，通过检验有调节的中介

模型，本文深入分析了职场排斥对旁观者行为的作用机制和边界条件，为职场排斥领域的相关

研究做出了贡献。

（二）理论意义

第一，本研究采取旁观者视角，考察了职场排斥对旁观者行为的作用机制，有助于人们更

加全面地认识职场排斥的影响效应，拓展了职场排斥行为的研究视角。职场排斥是一种消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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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际行为，以往关于职场排斥作用机制的研究，大多是从实施者与受害者的角度出发，将职场

排斥视为二者人际互动的结果，从而忽视了与二者处于同一工作系统中的旁观者的角色与行

为，导致我们对于职场排斥中旁观者的角色和行为选择机制知之甚少（陈晨等，2017）。因此，本

文将旁观者视角引入到职场排斥作用机制的研究中，是对当前研究的有益补充和拓展。不仅如

此，Chen（2018）在研究中指出，职场排斥意味着受害者的污名化，出于使个人或组织远离污

点、保持正直的动机，旁观者会减少与受害者的合作意愿。不同于这一观点，本文的研究结果表

明，旁观者既有可能表现出针对受害者的偏差行为（职场负面八卦行为），也可能会表现出以受

害者为导向的亲社会行为（支持行为）。这一结论拓展了职场排斥中旁观者行为选择的研究，推

进了职场排斥行为的后果研究。

第二，本研究为解释职场排斥对旁观者角色和行为选择的作用机制提供了崭新的理论视

角。对于职场虐待与旁观者行为之间的关系，以往的研究大多采用道义公平理论（Mitchell等，

2015；Priesemuth和Schminke，2019）和调节焦点理论（Shao等，2018）等视角，其中，Chen（2018）
从进化角度（evolutionary perspective）对职场排斥与旁观者行为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初步探讨。

而本研究则基于情绪认知评价理论和目标相互依赖理论对职场排斥与旁观者行为之间的关系

进行了重新探讨，发现职场排斥与个体间的目标互依性（合作性目标互依性、竞争性目标互依

性）的互动会通过旁观者情绪的中介作用，进而对旁观者的行为产生间接影响，由此丰富了该

领域的研究理论。

第三，本研究提出并检验了旁观者情绪在职场排斥与旁观者行为关系间的中介作用以及

目标互依性的调节作用，丰富了我们对职场排斥内在机理和边界条件的认识。现有的研究在从

情绪视角考察职场虐待事件对旁观者的影响时，多是基于道义公平理论，发现职场虐待事件会

通过激发旁观者的愤怒情绪，进而驱动旁观者的行为（Priesemuth和Schminke，2019）。然而，

Leon和Halbesleben（2015）的研究猜想职场虐待事件可能会通过幸灾乐祸的中介作用，进而对

旁观者的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但这一观点尚缺乏相关的实证支持。同时，在职场排斥领域，尚未

有研究关注情绪在职场排斥与旁观者行为关系中的重要作用。本研究基于情绪认知评价理论，

提出并验证了职场排斥会通过同情和幸灾乐祸的中介作用，对旁观者的行为产生间接影响，从

情绪视角丰富了该领域的研究内容，也回应了Mitchell等（2015）关于未来的研究应关注人际因

素对旁观者幸灾乐祸及其他情绪影响的呼吁。同时，情绪作为一种新的影响机制，其提出和验

证进一步诠释了职场排斥影响旁观者行为的内在机理。除此之外，通过识别情绪认知评价机制

的边界条件，即目标互依性的调节作用，本研究不仅拓展了目标相互依赖理论的研究，也进一

步从情绪的视角更好地诠释了职场排斥对旁观者行为选择的影响。

（三）实践启示

本研究旨在探讨职场排斥对旁观者行为的影响机制，对于组织的管理实践具有十分重要

的参考价值。具体来说，从组织和管理者的角度：首先，本文的研究结果表明旁观着同样会受到

职场排斥事件的影响，对此，管理者应努力营造良好的组织文化，引导员工之间形成包容、信任

的互动关系，从源头上遏制职场排斥事件的滋生。其次，对于已经发生的职场排斥，管理者应采

取“因人而异”的干预策略。对于旁观者而言，一方面，管理者应通过深入沟通，鼓励其自我化解

或通过心理疏导等方式协助其调节负面情绪，引导其理性看待职场排斥事件；另一方面，管理

者要密切关注旁观者的行为反应，尤其是以受害者为导向的偏差行为，旁观者针对受害者的偏

差行为对实施者来说可能是对其排斥行为的一种积极反馈，从而导致实施者对排斥行为更加

有恃无恐、变本加厉，因此，管理者应及时采取恰当的干预手段，避免旁观者的“同流合污”和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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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排斥事件的升级。此外，旁观者的以受害者为导向的亲社会行为和偏差行为也可能是组织中

存在职场排斥的信号，为了强化对职场排斥的管理效能，管理者应积极了解旁观者对同事遭遇

的态度，关注旁观者的行为变化，识别并处理正在发生的职场排斥事件，防止职场排斥事件的

进一步发展和蔓延。最后，本文的研究结果发现，旁观者与受害者之间的目标互依性能够影响

职场排斥对旁观者情绪和行为的作用效果。同时，已有的研究发现，共同的任务以及共享的奖

励分配制度能够在削弱竞争性目标互依性的同时强化合作性目标互依性（Li等，1999）。鉴于

此，组织应致力于营造合作共赢的工作氛围，采取措施完善并优化员工的目标结构，实施以合

作为导向的奖励机制，以鼓励员工之间的合作与互助。

从旁观者的角度：一方面，旁观者可以通过对职场排斥进行准确的归因等方式来理性看

待、合理应对职场排斥事件。若是问题源自受害者，旁观者可以通过与对方沟通帮助其发现自

身的不足与问题，切忌采取消极手段“以暴治非”；若是实施者恶意进行职场排斥，旁观者应找

准时机采取对实施者进行劝说等方式进行干预，使其认识到职场排斥行为的危害性，防止事态

的恶化。另一方面，在面对职场排斥事件时，旁观者应学会及时调整和控制自身的情绪和行为

反应，做好双方的协调工作。

（四）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不可避免存在一些局限，需要在后续研究中进行完善。第一，本研究所采用的截面

数据难以考察职场排斥对旁观者情绪和行为产生影响的动态过程。情绪反馈理论指出，人们总

是试图缓解消极的情绪状态，并获得积极的情绪预期（Baumeister等，2007）。鉴于此，从长期来

看，为了获得积极稳定的情绪体验，职场排斥情境中的旁观者可能会在行为选择上出现转化或

强化现象。因此，未来的研究可采取纵向追踪研究，以期更加准确地探讨变量间的关系。第二，

本研究在考察旁观者的行为反应时，主要从受害者的角度出发，选取了旁观者对受害者的支持

行为和职场负面八卦行为作为结果变量，而根据以往的研究，旁观者也可能表现出针对实施者

的偏差行为（Mitchell等，2015）。另外，Van Heugten（2010）的研究也指出，旁观者也常常为避免

卷入人际冲突而对同事的遭遇选择“熟视无睹”，导致负面事件的“升级效应”，加剧其对受害者

的消极影响。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在本研究的基础上，全面考察职场排斥对旁观者行为的影响

机制，丰富旁观者的角色和行为。第三，根据目标相互依赖理论，本研究指出受害者和旁观者之

间的目标互依性是职场排斥与旁观者情绪关系间重要的边界条件。然而，旁观者自身的被排斥

经历也可能会影响其对职场排斥的解读。例如，有类似经历的旁观者可能更容易对受害者的遭

遇“感同身受”，从而更倾向于同情受害者，而当旁观者对组织中的职场排斥现象“司空见惯”
时，则更可能对受害者的遭遇“熟视无睹”，从而削弱旁观者的情绪和行为反应。因此，未来的研

究应当考虑旁观者的被排斥经历在职场排斥对旁观者行为作用机制中的重要作用。第四，

Dhanani和LaPalme（2019）的研究指出，除旁观者因素外，受害者特征也是影响职场虐待事件中

旁观者反应的决定性因素。例如，当受害者需要为职场虐待事件负责时，旁观者会更多地表现

出针对受害者的偏差行为（Mitchell等，2015）。此外，从受害者的反应来看，当受害者认为自己

遭遇到不公正对待时，旁观者会更倾向于惩罚职场虐待的实施者（Umphress等，2013）。因此，

未来的研究也可从受害者的视角出发，探究受害者因素对职场排斥与旁观者行为之间关系的

重要影响。第五，根据社会学习理论，职场虐待事件会强化旁观者的替代性学习，促进其自我反

思，由此产生自我完善、自我保护等动机。因此，未来的研究可在此基础上深入挖掘职场排斥对

旁观者行为的影响机制，丰富该领域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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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orkplace Ostracism and Bystander Behavior: The Role of
Emotions and Goal Interdependence

Zhu Qianlin1,  Wei Feng1,  Du Hengbo2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2. School of
Management, Shandong Institute of Business and Technology, Yantai 264005, China）

Summary: Drawing o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cognitive  evaluation  and the  theory  of  goal
interdependence, this study explores the mechanism of workplace ostracism on bystander behavior by
building a moderated mediating effect model, and examine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bystander emotions
and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goal interdependence. The results show that: under the condition of high
cooperation goal interdependence and high competition goal interdependence, workplace ostracism has a
significant  indirect  impact  on  bystander  behavior.  The  stronger  the  mutual  dependence  of  the
cooperative goal between the bystander and the victim, the stronger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workplace
ostracism on the bystander’s sympathy; the stronger the mutual dependence of the competitive goal
between the bystander and the victim, the stronger the positive influence of workplace ostracism on the
bystander’s schadenfreude. The different emotions of bystanders will stimulate their different behavioral
responses. The main contributions of this paper are as follows: (1) Most of the existing researches on
workplace ostracism explore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workplace ostra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victims, but ignore the role and behavior of bystanders as third-party forces in workplace ostracism. This
study provides a new perspective for the theoretical study of workplace ostrac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ystanders. (2) Based on the theory of goal interdependence, this study responds to the call to pay
attention to the bystander’s schadenfreude. (3) This study shows that disruptive behavior is expensive
for organizations. Therefore, it is very important to understand how workplace ostracism induces the
negative behavior  of  bystanders,  which is  helpful  for  managers  to  reduce the harm of  workplace
ostracism. Our results also highlight the importance of organizational inhibition of workplace ostracism,
as they show that workplace ostracism affects a wider range of working groups, especially bystanders.
Previous studies on workplace ostracism have shown that ostracism can bring high costs to organizations
through its impact on victims and their behavior. By examining the reaction of bystanders in workplace
ostracism events,  this  study shows that  workplace ostracism costs  even more to the organization,
because bystanders  can sustain destructive behavior  in the organization by witnessing workplace
ostracism. However, a positive conclusion is that some bystanders have made constructive responses
through the support of their colleagues. These types of reactions can obviously help organizational
managers to detect  workplace ostracism. In addition,  they can help to build a compassionate and
supportive workplace environment.

Key words: workplace ostracism; goal  interdependence; sympathy; schadenfreude; bystander
behavi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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